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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越来越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
分析框架，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矛盾和冲突之处颇多。因此，本文试图通过一个基于政治环境和
文化背景的两阶层 ( 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 经济模型，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我们发现
更加平等的政治制度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但未必能够有效地改变经济政策。只有在平民阶层参
与政治的能力足够高时，政治制度才能够对经济政策发挥预期的作用。实证分析显示，改变政
治制度并不能轻易地实现有利于平民的经济政策。只有提高平民自身参政议政的能力，才更可
能获得有利于平民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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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探索经济增长的奥秘。自从 Solow［1］开创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来，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探讨就不断涌现出令人惊喜的成果。很多成果来自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
全要素生产率是总量生产函数中的重要参数。新古典增长理论表明劳动力和实物资本的数量并非是经
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经济增长的来源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新古典增长模型设定这个重要因素
为外生变量，这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根本缺陷。但恰恰是这个缺陷刺激了人力资本模型和内生增长
模型等一系列新理论的发展。然而，这些理论模型并不能完美地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部内涵。因
此，很多经济学家把更多的目光投入到制度分析上。但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和经济学的
大多数领域一样，百家争鸣，众说纷纭。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再探讨也就非常必要。本文试图建立一
个包含政治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分析框架，以新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
经济学家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分歧，首先表现在对制度的理解角度和定义方式上。① 不

同的概念体现了不同的观察角度和经济学家差异化的理解方式。但都反映出一个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
题: 经济理论对普遍性的追求与经济问题具体性之间的冲突。经济学家总是试图发现一种普遍性的规
律，从而能够像物理学家或化学家那样精确地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然而，任何经济体总有自己独
特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因此，经济问题常常表现出特殊性。制度也不例外。制度分析大师的各种定

① 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诺斯认为制度是“共同的游戏规则”，而肖特认为“社会制度最好是被描述为由
某种特定成分博弈的反复进行而形成的超博弈的非合作均衡”。另外，还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给出制度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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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都是在一个很宽泛的层面上进行的抽象。然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甚至婚姻制度总表现为一系
列具体制度安排的集合。如果过度抽象恐怕反而会影响经济理论的解释力和稳健性。因此，本文并不
试图构建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相反，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
我们仅仅研究政治制度所赋予公民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①究竟对经济增长有何种影响。
目前，关于政治制度的民主程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众说纷纭，而且存在很多相反的主

张。有的学者认为，更加平等的政治制度会导致更多的收入再分配，从而增加当前消费，抑制投资，
最终有损于长期经济增长［2 － 3 － 4］。这主要是因为在理想的民主体制下，收入再分配的政策由中间投票
人决定，如果收入差距越大，中间投票人就越倾向于收入再分配［5］。但是，Verdier ( 1993) 的研究认
为如果考虑到人力资本积累，收入再分配不一定就有损于长期经济增长。因为比较小的收入差距导致
收入较低的家庭也可以积累人力资本，从而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Galor 和 Moav［6］的研究似乎为解释
这个理论冲突提供了一种方式。Galor和 Moav认为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有助于经济增长，因为在
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实物资本的积累。然而，在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人力资本将取代实
物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因。在这一阶段，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将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有助
于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政治制度在不同的经济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另外一个引起经济学家广
泛关注的问题是政府的执行力。大多数国家的中央政府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地区差异性。由于
宗教信仰、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不同的地区之间存在着诸多冲突。而一个集权的政府似
乎更能够抑制冲突，加强地区之间应有的合作，维持政治稳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7］。但也有很多
研究认为，一个集权的政府同样受到利益集团的左右，并且未必比地方政府富有远见，未必能够使经

济获得更好的发展［8 － 9］。
当理论冲突普遍存在的时候，我们往往可以通过实证检验对各种冲突的理论做一个判断。然而，

遗憾的是，目前关于政治制度的平等程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并不能帮助我们得出任何结论。
Borner等［10］总结了 16 篇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实证文章，其中 3 篇表明民主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另外 3 篇表明民主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剩下的 10 篇实证检验不能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之后的实
证文章虽然采用了更加严密的计量方法，但仍然没有非常可靠的结论。Barro［11］的分析表明，民主制
度和收入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 Acemoglu等［12］在使用面板数据并且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之
后，却发现本来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消失了。Mulligan 等［13］并没有直接研究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而是检验其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他们利用 1960—1990 年之间的跨国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民
主制度对经济政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而 Aghion等［14］同样利用面板数据并且控制国家固定效应，虽
然相关关系也像 Acemoglu等［12］的研究那样变为不显著，但当引入制度和技术的交叉项之后，结论表
明民主制度能够显著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正是基于上述的理论冲突和模糊的实证结论，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借鉴

林毅夫在探讨制度变迁时所倡导的分析框架，② 我们试图将视野投到更广阔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当中，

而不是仅仅关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经济因素。为此，我们努力构建一个基于政治和文化背景的经
济模型。并且在模型中不对具体的制度形式做任何假定，而是利用 “平等”这个维度来衡量政治制
度。我们认为，实现相同结果的政治制度可能有多种形式，而具体采用哪种形式要考虑到历史传统、
社会偏好、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程度等很多复杂的因素。因此，为了学术分析的可行性，我们利用一
个变量 ( d) 来代表政治制度在“平等”这一维度上的位置，从而避免误解和偏见。这个包含了精英
和平民、考虑了政治和文化背景的模型表明: 更加平等和自由的政治制度能够显著提高经济效率。这
主要是因为一个平等的政治制度赋予经济主体更自由的活动空间，从而允许其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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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本文中我们尽量谨慎地使用“民主”这一概念，因为民主一词已经被赋予了太多政治含义和政治愿景。两党制、多党制和选
举等一系列的安排被很多人认为等同于民主。然而崔之元强调“民主本质”与“民主形式”具有重要区别。这又使民主一词的
意义更加复杂化。为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以及避免政治色彩和政治偏见，我们关注政治制度赋予公民的平等与自由的权利，而不
对具体的制度形式进行讨论。
参见林毅夫未正式发表的论文《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 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



经济主体相互合作，以构建更大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个人际关系网络可以帮助经济主体分散投资风
险，从而使其更加倾向于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经济活动。而政治制度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则取决于平民
阶层参政议政的能力。
二、理论模型
我们将社会成员简化为两个阶层: 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这两个阶层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文化背景

和政治力量。这里的精英仅仅指那些掌握了诸多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少数社会成员。我们将经济精英和
政治精英视为一个阶层，因为政治诉求往往是经济利益的体现。从统计上讲，大多数的富人不喜欢收
入再分配政策，而大多数的穷人希望政府能够实现更小的收入差距，即所谓 “屁股决定脑袋”。所处
的地位和环境不同，其利益诉求不同，其思考问题的角度必然不同，提出的政治主张也就不同。如果
我们把政治理解为一个不同利益集团进行谈判和妥协的过程，那么，在模型中把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

视为一体就合乎逻辑。在我们的模型中，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文化背景和政治力量显然是各异的。
( 一) 文化背景和政治力量: 来自平民和精英对经济的影响

1. 文化背景与经济
经济和文化是两个紧密相连的范畴。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的需求

就会不同。人的需求不同，文化倾向和价值取向就不同。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最基本差别就在于收入
差距，那么两者的文化倾向或者文化环境就必然有很大差别。借鉴 Gradstein和 Justman［15］，我们用一
个变量 pi 表示经济主体 i在文化上的倾向。① 假设 pi∈ ［0，1］，那么两个人的文化倾向差异是 gij =
| pi － pj | 。假设阶层内部的文化倾向差异是 0，两个阶层之间的文化差异用 g来表示。
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两个阶层之间没有交流与合作。事实上，任何一个阶层也不能够脱离另外的

阶层而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的合作普遍存在。② 文化差异在两个方面影响
着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的合作。首先，文化差异可以影响合作成功的概率。我们设定合作成功的
概率与文化差异成负相关关系。这主要是基于两点原因: ( 1) 如果文化差异很大，双方理解和沟通
上就有很大的不方便，对问题的判断就会有很大差异，难于达成一致; ( 2 ) 文化差异不同，双方来
自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网络，相互合作时的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概率就会更大。③ 如果我们用 θ
表示合作成功的概率，那么 θ = θ ( g) ，θ' ( g) ＜ 0。另外，我们假定 θ ( 0) = 1，并且 θ ( 1) = 0。
当然，我们同时要注意到，文化差异越大合作潜力就越大。也就是说，两个经济主体的文化背景

不同，成功的相互合作所带来的未来收益就越大。这可以从交换这个角度来理解。交换，就是要互通
有无。文化环境差异大就意味着消费需求差异大。如果来自另一个文化环境中的人能够有独特的方法
来满足这个消费需求，这就产生了商业机会。如果相互能够以自己文化的独特方式满足对方的独特需
求，这就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从而产生经济收益。涉及到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的合作，这个
逻辑仍然适用。另外，Burt［16］提出的社会网络的结构漏洞理论也是对这一解释的生动说明。根据
Burt［16］的研究，一个社会网络 ( 社会群体) 与另外一个社会网络之间往往存在着结构漏洞 ( 社会隔
阂) 。如果有人能够弥补这个漏铜，沟通这两个社会网络，那么他将获得巨大的收益。这是从社会网
络分析的角度对文化差异以及合作收益的理解。④ 在数学上，我们假设两个经济主体的合作收益是 b，
b = b ( g) ，b' ( g) ＞ 0。当两个经济主体没有文化差异时，收益仍然存在，即 b ( 0 ) ＞ 0，这可以
理解为集体协作产生的规模效应。
设定 d是一个反映政治制度的变量，为了简化起见，设 d∈ ［0，1］，d = 0 代表平民没有政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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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这里所谓的文化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可以理解为对教育、生育和金钱观等问题的理解。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我们使用这样一个变
量来衡量不同的观点和价值判断。
在这一方面表现最明显的可能就是日本社会了。日本社会有两个极端的现象: 一是博士生非常少但都是非常优秀的精英; 二是本
科生很多，但一般来讲并不十分刻苦学习。普通的大学生入职之后只需要按照操作规程来工作就能够获得很好的收入; 而这些规
程恰恰就是那些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设定好的。普通大学生日常所修炼的是两种精神: 协作和认真。精英与平民之间的合作可能
是支撑日本经济的重要基础。
当一个人脱离了他以前生活的社会环境而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时，以前环境中的关系网络和道德对其约束力就减弱或者不存在
了，这时欺骗或者其他不道德行为发生的概率就会更大。
这里的合作收益可以理解为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即当经济主体投入一单位资本时，获得的收益 ( 产出) 是多少。



由的制度安排，而 d = 1 对应着给予平民充分政治自由的制度。政治制度对于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合作
的影响主要在于对经济社会网络规模的影响。在一个缺乏政治自由的政治制度下，公民没有充分的行
动自由，也缺乏相应的经济自由，那么所接触的合作伙伴就很少。如果政治制度给予公民足够的自
由，那么经济主体就有可能建立更大的合作关系网络。用数学来描述，假定一个经济主体与 N0 个来

自相同文化环境的人进行合作，同时与 N1 个来自不同文化环境的人进行合作。N0 的数量不受政治制

度的影响，但是 N1 很明显会受到不同政治制度的影响。当政治制度给予公民自由越小的时候，集权
程度很高 ( d趋近于 0) ，阶层之间的隔阂就越严重，阶层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也就越少。当政
治制度的自由与平等程度很高时，即便是精英阶层，也很少享有特权，① 也必须与平民共用很多公共

设施和公共服务，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对话。因此，我们设定 N1≤N ( d) 。
2. 政治力量与经济
经济利益不同，政治需求也就不同。收入水平不同，组织形式不同，政治力量的实现形式和政治

影响力的强弱也就不同。借鉴 Acemoglu［17］的设定，我们假设精英阶层的政治力量是所有精英贡献的

线性函数，即 PE = φ∑
i∈ξ

θi。其中，P
E 代表精英阶层的政治力量，而 θi 是精英阶层成员 i付出的努力，

φ是一个值为正的参数，ξ是所有精英阶层成员的集合。从每一个成员的角度来看，θi 可以视为其为

了获得政治利益而付出的成本。
平民阶层的政治力量就有所不同了，这主要是因为平民阶层的人数很多，又缺乏组织，集体行动

的“搭便车”问题非常突出。因此，我们使用一个不涉及个体行动的函数来表示平民阶层的政治力
量，即 PC = μ ( E) d。其中，PC 代表平民阶层的政治力量，μ ( E) 是一个值为正的函数，其中 E
表示平民参与政治的努力程度或者对自身权利的重视程度，μ ( E) d 表示制度所赋予公民的政治权
利。本文的模型中，μ的设定与 Acemoglu［17］有着根本的不同。② 这种设定形式主要思考的是，即便
在同一种制度形式下，平民阶层的政治力量也会有所差别。如果平民不去履行自己的权利，不重视维
护自身利益，那么，即使制度上明确给予公民很大的政治自由，平民阶层的政治力量也会很弱。相反
的，即便政治制度上限制了平民的部分政治自由，只要平民阶层参与政治的热情高，积极努力地争取

自己的权利，总体的政治力量也会很大。
由于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有不同的文化倾向，不同的经济利益，他们所支持的经济政策就有所不

同。为了简化分析，同时不失一般性，我们用参数 τ 作为这个政策变量，τ∈ ［0，1］。τ = 1 是精英
阶层所最期待政策，τ = 0 是对平民阶层最有利政策。而最终的经济政策是一个政治博弈的结果。我
们设定 τ = F ( PE － PC ) 是一个单调递增函数。这就是说，最终的经济政策取决于相对的政治力量。③

( 二) 经济效率与经济政策: 政治制度影响经济的两个层面

1. 政治制度与经济效率
在这里，我们试图从资产组合理论的视角来考察政治制度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初看上去，资

产组合作为一种微观概念似乎与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不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模型中存在着两种合作
模式: 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并且这两种合作模式有着不同的收益

( b ( 0) 和 b ( g) ) 和风险。④ 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再将资产回报率与生产效率做一个转换，就恰恰符
合了资产组合理论的分析框架。
假定各个经济主体利用资本制造一种通用商品 ( Common Output) ，我们用 y来表示这种商品的数

量。经济主体 i的资本总量是 hi。hi 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或者其他类型的资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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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特权可以理解为一种阶层之间的隔阂甚至对立。
Acemoglu［17］将其视为外生参数，认为某种制度规定一定能够实现某种结果，没有考虑到各个社会的文化差异。本文考虑了社会
大众对政治的态度与热情，认为即便在相同制度规定下仍然会有不同的政治权力。人的因素在政治博弈中是有重要影响的。
这样的设定较之于制度形式决定经济政策的设定更为符合社会现实。不一定在选举的情况下，做出的每一项经济政策都有利于平
民阶层，不一定在集权甚至极权的制度下，每一项经济政策都不利于平民阶层。在任何制度形式下，都存在着政治的博弈。即便
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王朝，帝王所做出的最后决策也都是对各种政治力量的权衡。
遵循 Markowitz ( 1952) 提出的经典投资组合理论 ( Portfolio Theory) 对风险的理解，本文将风险定义为投资回报率的方差。



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的情况下，经济主体的投资回报率是 b ( 0) 。① 由于成功概率是 1，风险为 0。
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的情况下，投资回报率是 b ( g) ，成功概率是 θ ( g) 。根据二项分布的方差
计算公式，这种投资风险为 b2 ( g) θ ( g) ［1 － θ ( g) ］，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将其记为 σg。经济主
体选择与多个对象进行合作，从而分散风险，但要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即 N1≤N ( d) 。由于 b'
( g) ＞ 0，这就意味着，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活动。假定经济主体选
择将 w0 比例的资本用于无风险投资，而将 wg 比例的资本用于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那么，我们有如

下约束条件，w0 + wg = 1。设预期回报率为 B，则 B = w0b ( 0) + wgb ( g) 。
经济主体 i的风险收益偏好可以用效用函数 U ( B，σr ) 来表示。那么，其效用最大化的投资决

策问题可以用如下形式描述:
Max. U ( B，σB )

s. t. σB =
w2

g

N1
b2 ( g) θ ( g) ［1 － θ ( g) ］，B = w0b ( 0) + wgb ( g) ，w0 + wg = 1，N1≤N ( d)

可以证明，最优投资组合的生产效率是制度变量的增函数。
命题 1 设最优投资组合的生产效率为 B* = B* ( d) ，那么 B* ' ( d) ＞ 0。
根据命题 1 及其证明，② 投资主体的生产函数可以写为 yi = B* ( d) hαi。由此可以清晰的看出，

政治制度可以影响经济效率。而影响途径就是通过给予经济主体更多的自由，从而允许其构建更广大
的生产关系网络 ( 人际关系网络) ，进而分散投资风险。由于能够通过关系网络降低投资风险，经济
主体倾向于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率的生产方式。

2. 政治制度与经济政策
在我们的模型中，经济政策是政治力量博弈均衡的结果，由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相对政治力量

来决定，即 τ = F ( PE － PC ) 。由于平民阶层人数众多，并且缺乏组织，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非常严
重，因此，在博弈中属于被动的一方。而精英阶层由于人数少，组织好，因此，可以主动计算如何实
现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假定一个政治精英 i从政策当中获得的好处是政策变量 τ的线性函数，即 πi =

δτ = δF ( PE － PC ) 。那么，他的收益最大化问题可以描述如下。③

max
θi
δF( φ∑

j∈ξ
θj － μ( E) d) － θi

s. t. θi≤珘θ

其中 θi≤珘θ为精英阶层成员掌握资源的限制。在无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即 θi ＜珘θ，最大化问题的一

阶条件为 δF'( φ∑
j∈ξ
θj － μ( E) d) － 1 = 0。由对称性可知，在博弈均衡状态下，存在 δF'( φ∑

j∈ξ
θ*j －

μ( E) d) －1 = 0，其中 θ*j 是均衡状态下精英阶层成员的最优努力程度。由此可见，无论何种制度安排，

只要精英阶层拥有资源足够多，条件 δF'( φ∑
j∈ξ
θ*j － μ( E) d) = 1总会成立。由函数 F ( ·) 的单调性可

知，θi ＜珘θ时，均衡状态下政策变量的值是恒定的，即 τ = F ( F'
－1 ( 1 /δ) ) 。其中，F' －1是 F'的反函数。

设精英阶层的人数为 NE，那么，无约束的一阶条件下 θ*
i = F' － 1 ( 1 /δ) + μ ( E) d

φNE 。只要 θ*
i =

F' － 1 ( 1 /δ) + μ ( E) d
φNE ＜珘θ，政策变量始终为 τ = F ( F' － 1 ( 1 /δ) ) 。即便在制度赋予公民的政治权

利达到极限时，即在最平等和自由的政治制度下 d = 1，只要 μ ( E) ＜ φNE珘θ － F' － 1 ( 1 /δ) ，政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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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为了使生产函数与投资组合理论之间构建充分的联系，可以将这里的投资回报率理解为生产效率。以合作模式 ( 1 ) 为例，经济
主体投资 hi 单位资本，能够获得 b ( 0) hαi 单位的产出。参数 α 用以捕捉资本规模变化的影响，而 b ( 0 ) 反应的是投资效率
( 包括管理和技术在内的综合效率) 。
由于篇幅所限，此处将证明省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与作者联系。
Acemoglu［17］没有考虑到精英阶层可利用的资源的有限性，从而使用无约束最大化来分析政治博弈过程。他们的模型有一个暗含
的假定: 精英阶层控制着无限的资源，具有无限强大的力量。这个假定当然意味着精英阶层可以永远控制政策，而政治制度并不
重要。但这样的假设条件显然与事实相违背。因此，本文考虑了精英阶层的约束条件，用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来分析政治博弈过
程，得到了更为接近现实的分析结果。



量就是 τ = F ( F' － 1 ( 1 /δ) ) 。
只有当平民阶层为实现自己权利付出的努力充分大，大到精英阶层不得不付出全部的努力从而最

大化自己政治利益时，政治制度才能发挥充分的影响力。即只有 E 充分大，从而使一阶条件变为

δF'( φ∑
j∈ξ

珘θ － μ( E) d) － 1 ＞ 0 时，制度变量 d才能对经济政策发挥显著影响。此时 τ = F( φ∑
j∈ξ

珘θ －

μ( E) d) ，很显然 τ /d ＜ 0，并且 τ /E ＜0。这就是说，只有 E 充分大的时候，更加自由平等的政
治制度才能产生出对平民阶层有利的经济政策。于是我们有如下命题:
命题 2 当平民阶层为实现自己的权利努力程度不够，即 E ＜ μ － 1 ( φNE珘θ － F' － 1 ( 1 /δ) ) 时，①

任何政治制度下，博弈均衡时的政策不会受到制度的影响，即总有 τ = F ( F' － 1 ( 1 /δ) ) 。当 E 充分
大时，更加平等自由的政治制度才能导致一个有利于平民阶层的政策博弈均衡，并且平民阶层的政治

参与程度越高，均衡状态下的经济政策对其越有利。
三、实证分析
( 一) 数据和方法

1. 数据和指标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 Acemoglu 等［12］。这是一个覆盖了 1960—2000 年的面板数据，时间间隔

为 5 年。其中包括各个国家在这一期间的人均实际 GDP、平均受教育年数、储蓄率和人口数量等重要
经济指标，还包括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政治变量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自由屋指数 ( Freedom House In-
dex，简称 FHI) 。第二个指标是第四政治制度指数 ( Polity IV Index，简称 PVI) 。FHI和 PVI都是综合
指标，是建立在若干子指标基础上的加权平均，并且被标准化为介于 0 与 1 之间的实数。0 代表最不
平等自由的制度状态，1 表示最为理想的平等自由的政治制度。虽然这两个指标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但由于统计内容不同、统计方法不同，仍然可以作为替代指标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检验结论的稳健
性。关于这两个指标的具体信息请参考 Acemoglu等［12］的数据描述部分以及官方网站的说明。

2. 对命题 1 的实证分析
我们使用以下计量模型作为基础模型，对命题 1 进行检验。
lnAit = β0 + β1 lnAit － 1 + β2Politicsit － 1 + β3Xit + εit ( 1)

其中，Ait是国家 i在时期 t的全要素生产率，用以反映命题 1 中所涉及的经济效率。之所以加入
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是考虑到经济效率是一个建立在前期积累上的持续性变量，必然受到前期值的

影响。变量 Politicsit － 1是反映政治制度平等和自由程度的指标。我们使用 FHI 和 PVI 两个指标进行分
析和比较，从而保证回归结论的稳健性。Xit是一个包含各个控制变量的向量，β3 是相应的系数向量。
Ait是根据索罗剩余法 ( Solow Residual) 计算得出的。我们首先设定生产函数的形式为 Yit = Ait Kα

it Hβ
it

L1 － α － β
it ，两边取对数并且移项得 lnAit = lnYit － αlnKit － βlnHit － ( 1 － α － β) lnLit。采用通行的做法，
使用人均受教育年数来反映模型中人力资本的规模。但由于实物资本数量难以获得，我们只能粗糙地
使用前期投资的数量作为实物资本规模的一个代理指标。
由于引入滞后项，计量模型就产生内生性问题。这是因为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之后，滞后项

与随机干扰项之间就产生了相关性。此时普通的面板回归方法就产生了偏误。因此，有必要使用工具
变量法进行修正。但寻找制度的工具变量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一个最普通的方法是采用 Arellano
和 Bond ( 1991) 的主张，使用更前一期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但这种做法有两个缺陷: 一是在大
样本的情况下才具有较好的适用性，二是对于高度持续性的数据回归结果并不理想。由于制度变量和
技术变量都存在高度的持续性，根据 Heid 等［18］的建议，我们使用 Arellano 和 Bover［19］以及 Blundell
和 Bond［20］发展的系统广义距估计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系统广义距估计可以在更宽松的假定条件下
处理面板数据内生性和数据持续性问题。但我们仍然把混合最小二乘估计、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
模型这几种面板分析的基本方法的结果列出，从而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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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中 μ － 1 ( ·) 是函数 μ的反函数。



3. 对命题 2 的实证分析
对命题 2 的检验，难点在于没有现成的指标反映平民阶层参与政治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

利用现有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不得不将实证检验建立在一定的前提假设基础上。我们的假设条件
是，受教育程度与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成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公民维护自身政
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的努力就会更大。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公民平均受教育程
度来代替不可观测的变量 E。
由于大部分平民阶层是劳动者，主要获得劳动收入。而对劳动者有利的经济政策必然导致劳动收

入所占份额增大。因此，我们使用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所占份额来反映政策变量 τ。用W来表示劳动
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我们的基础回归模型如下:
lnWit = β0 + β1 lnPoliticsit － 1 + β2 lnEducationit － 1 + β3Xit + εit ( 3)

其中，Educationit － 1表示公民平均受教育水平，在回归分析中我们使用平均受教育年数反映。Pol-
iticsit － 1的定义与回归模型 ( 1) 中相同。Xit仍然表示一个包含各个控制变量的向量，β3 为对应的系数

向量。虽然这个计量模型不存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引发的内生性问题，但很可能面临遗漏变量的影
响，比如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等。因此，我们使用普通的各种控制变量加以分析。
( 二) 实证结果

1. 对命题 1 的实证检验结果
从表 1 可以看出政治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无论是以何种指标衡量的政治制度

变量都能够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不显著，但是符号与系统广
义距估计以及其他回归方法的结果是一致的。由于固定效应回归在处理计量模型 ( 1) 时结果是有偏
的，这个不显著的回归结果不影响我们得出的上述结论。我们发现系统广义距估计所得的结果都非常
显著，并且反映出来的经济影响也要比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大。其中单期影响最大的是利用
FHI指标不加控制变量所得的结果，为 0. 39。这意味着，如果政治制度从限制公民平等自由的状态转
变为给予公民充分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则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 39%。而这一效应的累积效果甚至
达到 177%。① 我们还利用多种其他的控制变量以及回归方法对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命
题 1 所得出的判断。

表 1 对命题 1 实证检验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 ( log At )

FHI PVI
FE RE Sys － GMM Sys － GMM FE RE Sys － GMM Sys － GMM

生产率 ( t － 1 期)
0. 44＊＊＊

( 0. 08)
0. 92＊＊＊

( 0. 03)
0. 78＊＊＊

( 0. 10)
0. 64＊＊＊

( 0. 11)
0. 45＊＊＊

( 0. 08)
0. 93＊＊＊

( 0. 03)
0. 85＊＊＊

( 0. 08)
0. 68＊＊＊

( 0. 11)

政治制度 ( t － 1 期)
0. 01
( 0. 04)

0. 12＊＊＊

( 0. 03)
0. 39＊＊＊

( 0. 11)
0. 32＊＊＊

( 0. 10)
0. 02
( 0. 04)

0. 10＊＊＊

( 0. 03)
0. 25＊＊＊

( 0. 08)
0. 20＊＊＊

( 0. 07)
控制变量 No No No Yes No No No Yes
汉森 J －检验 0. 11 0. 33 0. 27 0. 40
差分 －汉森 J －检验 0. 30 0. 31 0. 30 0. 49
一阶自回归检验 0. 00 0. 01 0. 00 0. 00
二阶自回归检验 0. 12 0. 10 0. 29 0. 29
个数 474 474 465 465 461 461 437 437

注: * ，＊＊ 和 ＊＊＊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数据为异方差条件方差。FE 和 RE 分别
代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Sys － GMM 代表系统广义距估计。第四列和第八列的回归模型设定中使用青年人
在人口年龄分布中所占比重作为控制变量。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没有在这里报告其他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有需要
可向作者邮件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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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累计效果定义为 β2 / ( 1 － β1 ) ，这是各个单期影响的加总。



2. 对命题 2 的实证检验结果
对命题 2 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表 2 当中。我们尝试了各种模型设定形式、不同的回归方法和控

制变量，但结果均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命题 2 当中涉及到的 E ＜ μ － 1 ( φNE珘θ － F' － 1 ( 1 /δ) ) 在大
多数国家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制度对博弈均衡时的经济政策没有任何影响。
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在大多数国家中，平民阶层为了自己的政治权利所付出的努力并

不大，从而无论是哪种政治制度，政策的决定权始终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这里的政策含义就是，试
图通过改变政治制度从而改变对平民阶层不利的经济政策是难以见到效果的。要想发挥政治制度对弱
势群体的保护作用，首先要做的就是使市民阶层认识到只有自己为权利而付出足够的努力、足够的争
取，最终的博弈均衡政策才会向自己的利益倾斜。

表 2 对命题 2 实证检验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劳动收入所占份额的对数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FE RE FE RE RE RE RE Sys － GMM

受教育年数

( t － 1 期)
－ 0. 04
( 0. 07)

0. 02
( 0. 04)

－ 0. 10
( 0. 06)

0. 00
( 0. 04)

0. 03
( 0. 03)

－ 0. 10*

( 0. 06)
－ 0. 07
( 0. 05)

0. 02
( 0. 03)

政治制度

( t － 1 期)
－ 0. 05*

( 0. 03)
－ 0. 02
( 0. 03)

－ 0. 01
( 0. 02)

0. 03
( 0. 02)

－ 0. 02
( 0. 03)

－ 0. 02
( 0. 03)

－ 0. 03
( 0. 03)

－ 0. 00
( 0. 03)

控制变量 无 无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观察值个数 367 367 368 368 362 353 362 264

注: * ，＊＊ 和 ＊＊＊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数据为异方差条件方差。FE 和 RE 分别代
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模型设定 ( 1) 和 ( 2) 使用 FHI指标，( 3) 和 ( 4) 使用 PVI指标，均为添加控制
变量。模型 ( 5) — ( 7) 均使用 FHI指标，回归所用的控制变量分别为人口数量、人均 GDP 和人口年龄结构。设定
形式 ( 8) 考虑了模型设定偏误的可能性，因此引入被解释变量之后项且采用系统广义距估计的方法。我们还使用了
半对数模型进行了类似的回归分析，并且均考虑了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采用同期模型而非分布滞后模型。然
而，结果表明政治制度和受教育年限都不存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的显著影响。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成为经济学家探讨的热点问题。然而，目前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

系的讨论存在诸多矛盾之处。这些矛盾不仅体现在很多相互对立的理论观点，还表现在众多相互冲突
的实证研究结论上。针对目前这个领域所存在的问题，我们主张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分别探讨制
度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方面的影响。为此，我们建立了一个基于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的模型，利用这个
模型分析了政治制度对于经济效率和经济政策的影响。
结果表明，能够给予公民更多平等和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

进经济增长。这一影响发生作用的原因是，在一个更加平等和自由的政治制度下，经济主体可以建立
更广的生产关系网络，从而分散经济风险。由于经济风险可以得到更好的控制，因此，经济主体倾向
于采用高风险高收益的生产方式。另外，我们发现，当平民阶层不能够为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付出足
够努力的时候，任何政治制度都不能够改变政治博弈导致的均衡政策。只有当平民阶层能够为争取利
益而付出充分努力的情况下，更加平等的政治制度才能够产生有利于平民的均衡政策。
虽然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确实能够显著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不能够

有效地影响经济政策，不能够很好地提高劳动者的收益。这意味着在大多数国家，普通公民为自己的
权利而进行的努力并不足以使制度产生对经济政策的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在大多数国家，很难通过
制度上的变革来改变政治博弈均衡的经济政策，很难通过政治上的变革改变对平民阶层不利的经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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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要想让制度在政策层面上发挥作用，首先需要具备的条件是: 不断提升平民的参政议政能力，让
平民阶层为自己的政治权利和利益而进行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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